宋代陶模造型蕴含的民俗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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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的民俗信仰与民俗事象充实并拓展了陶模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与造型形态，它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及造型的审美属性，决定了陶模艺术在民俗学、美术史学和其它相关学科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其多神的信仰观、丰富的民俗事象和有意味的多元化造型风情万种，对近现代的民间美术造型与审美取向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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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源于宋代民俗信仰与事象的陶模造型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是一个新的继续发展时期，宋代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宋代陶模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宋代民俗文化载体的陶模艺术与佛教的“磨喝乐”崇拜有一定的渊源，即佛教东渐后磨喝乐与本土民俗文化相融合，到唐宋时期伴随着民俗信仰与民俗事象应运而生，成为“乞巧”节所供奉的偶像。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描述“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摩睺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佛教的“摩睺罗”也俗称“磨喝乐”，其民俗文化内涵一是用于“七夕”的乞巧；二是为祈生男孩，有“宜男”，并保佑吉祥安乐之意。《梦粱录》记载：“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苏汉臣的风俗画、及唐宋时期的陶瓷与雕刻作品亦常见与此风俗相关的造型。宋代儒释道文化盛行，随着宋代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受宋代文化艺术多元化、多样性的影响，一些文人雅士也关注并参与陶模艺术的创作，加之传播地域与受传人群的扩大，磨喝乐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为满足当时市民精神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需要，陶模造型的创作更加关注当时的世俗文化生活，其题材内容上除仍然延用传统的磨喝乐等神像造型外，部分磨喝乐造型已具有世俗的多元化造型形态，造型纹饰上开始出现多种变体与异化现象，并初显民俗玩具特征。 

磨喝乐造型多元、变体和异化的原因有：（1）磨喝乐文化需要不断地融入本土的文化，方能传播发展，这使得传统文化和民俗观念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出现在陶模造型之中。（2）磨喝乐的社会功能也由生殖崇拜逐渐向多神与娱神化、生活与商品化上转变，并呈现功能多元化的态势。（3）在唐代善业佛和其他玩具的基础上，受宋代娱乐之风的影响，宋代陶模的玩具化特征比唐代更明显，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磨喝乐功能的多元、造型的变体和玩具化的进程。由此可见，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与娱乐的需要，并受宋代世俗文化和娱乐风尚的熏染，部分原来用于生产磨喝乐的工具——模范，经过形态与功能上的改进已完全演化成为审美性、教化性、娱乐性强且传播面广的民俗玩具，并逐渐形成一种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现象。此现象足以印证，宋代社会精神与物质生活拓展了民俗事象的内容，丰富了民俗文化的蕴含，并形成相应的习俗。宋代陶模丰富鲜活的艺术造型就产生于这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之中。
宋代陶模作为物质化的民俗，其部分造型直接来源于民俗事象，与文献记载的民俗民风相重合，成为宋代民俗活动的缩影。如两宋时期，相扑运动从宫廷内外、京都上下到瓦肆勾栏等平民游乐场所极为盛行，相扑运动已成为宋代节日游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大盛事。陶模造型中就有表现相扑手刺满图腾意味的纹身，曲腿击拳，呈现“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的相扑造型（图1）。另外，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化，使社会宗教意识日渐淡薄，其宗教信仰活动中的世俗娱乐成分日益增大。如傩戏原本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到宋代傩戏已将巫术仪式转化为新年节俗的娱乐活动，宋代的《大傩图》就是此娱乐活动的写照。部分陶模作为傩戏面具的演化物与民俗民事活动相关，其造型直接取材于民俗事象，因而，陶模造型中就有由傩戏面具演化而成的器物，如《傩面具》（图2）等。此类陶模造型丰富，性格各异，面部表情夸张诡奇，既留有原始傩面具的古朴豪放的风貌，又有宋代世俗文化的色彩，由此可以印证宗教器具与法器可以演化成为民俗玩具的实例。
二、 宋代民俗风情与陶模审美意味的交融
    艺术，既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自身的实践活动，又是人类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力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宋代丰富的民俗观念和民俗风情是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宋代陶模作为精神与物质产品的综合体，其艺术创作的目的，除完成其民俗使命外，审美层面的功能主要是实现审美价值，并满足宋人心灵的渴求和精神上的需要，从另一层面讲审美的过程亦是教化的过程。宋代陶模具有鲜明的审美属性，从审美意义上讲审美性是其它相关属性的前提，其传播性、教化性、娱乐性是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借助审美功能而发挥功效的。因而，宋代陶模具有民族性、审美性、时代性的特征。宋代陶模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的造型特征，表现为民俗与审美功能和内涵的多重性。其民俗的、审美的、创造性的意识形态与生产形态，赋予陶模艺术风情万种的民俗色彩。而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味的相互交织与融合，拓展了陶模艺术的表现空间，并演化出多种造型形态，造就了陶模艺术独特的艺术创造力与博采众长的造型形式。
陶模艺术是一种民俗现象，其造型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文化、民俗民风有密切的关系。陶模艺术造型与唐宋时期“乞巧”节的“磨喝乐”的偶像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风情万种的“乞巧”风俗，表达了民众“重人贵生”的观念。从主观臆造的手持莲花的“磨喝乐”神，到世俗化的手戏莲花的“童子戏莲”，我们可以看出陶模艺术从文化的深度和审美的追求上有别于前代，逐步由原始的生殖崇拜，转向生命的优化，这一中国文化中对生命本体的深层的终极追求理想。不仅如此，“童子戏莲”的造型，对后世的民间艺术造型的影响较大，到近现代已演化成“莲生贵子”的造型。宋代是世俗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为迎合民众精神文化的需要，各种民俗事象和娱乐活动应运而生，陶模的造型再现了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龙舟夺标”的陶模造型是宋代水戏的缩影，星空之夜，水中龙舟破浪而行，舟上众人物动作夸张并与景物之间动静有致，洋溢出欢快热烈的世俗情结。图中龙舟的刻画较为写实，与张择端的《金明池夺标图》中所绘的龙舟相似，龙舟夺标是宋代东京城金明池水戏中最壮观的场景，“龙舟夺标”的陶模造型就真实再现了此场景。宋代陶模是极具市民文化特色的艺术，其取材和表现对象直接来源于世俗生活，再现了宋代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如表现显贵阶层礼仪出行的“出行图”，市井百姓的“经商图”和“叫卖图”，再现婚嫁习俗的“抛绣球图”，甚至类似《水浒传》中所刻划的泼皮“牛二”的丑态，也可以在陶模造型中找到。宋代是中国游戏史上的兴盛期，许多游戏流传至今。陶模的受众大部分是儿童，因而，像“扒脸”、“捉迷藏”、“蹴鞠”、“捶丸”、“围棋”等游戏的造型，在陶模造型中也屡见不鲜。总之，宋代陶模的造型是以包罗万象的民俗生活为基础，其造型或神秘诡谲、或主观夸张、或再现写实，它丰富多彩的造型再现了风情万种的宋代民俗事象和娱乐活动。

文化的连续性与民俗传统群体本位意识影响着陶模的造型，宋代陶模的造型借鉴有较多的传统程式化造型方法。陶模的部分造型来源于神话传说。《山海经》中记载的羽民国、蚩尤等神怪传说，在陶模造型中多以半人半禽、半人半兽的图视化形态表现出来，造型原始、抽象。运用其组合的造型手法，将多种动物组合成有图腾意味的造型，其特征古朴而诡谲，如人面、手足、鱼身的氐人国以及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龙纹等。宋代陶模的造型受汉代画像砖石的造型影响，由于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所致，艺术表现上仍保留较多的相似之处。如采用“平面与线刻的浮雕”剪影式造型，善于夸张、想象，使陶模的构图形式与主体刻化相统一，变化丰富、繁简俱备，并有强烈的运动感，如虎纹，力士像等。夸张造型是宋代陶模传承、借鉴民间传统艺术的造型手法之一。民俗的“美女无肩、将无脖颈、画将一张弓”等造型法则，与陶模的艺术认知力与表现力的高度统一，造就了陶模艺术鲜活的有意味的造型（图6）。受彩陶、玉雕、玩具等相关艺术形式的影响，陶模造型中抽象变形的人物、动物与图案化的花卉纹样也极为常见，其造型显现出抽象美。宋代陶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神话传说中的典故与客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象、事物、情节等，按约定俗成的造型规律与审美法则进行主观的整合，创造出既有民俗文化蕴含，又有象征、审美意义的造型。以达到对称、均衡、渐变、夸张的形式美，并追求主观意念上的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静中有动的装饰效果。
3、 宋代陶模艺术的民俗研究价值与学术取向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对宋代陶模的专题报道；中国国家博物馆首次收藏与宋代陶模相关的玩具；甘肃省庄浪县发现宋代陶模并被定为一级文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此相关的民俗学、考古学、美术学等领域的研究正不断扩大。钱钟书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口传心授的宋代陶模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它以物态化的形式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态，是研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它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依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从宋代院体美术中常见的世俗题材到宋代陶模造型中的雅化跟风现象，足以印证这一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有趣的文化互补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宗教，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必然带动相关艺术门类水平的提高。宋代陶模艺术与外传宗教的传播有相互的关系，文化的融合与积淀，艺术的借鉴与创新，先进的制作与工艺，使宋代陶模艺术超越前代达到又一高度，并对后世的世俗文化艺术有一定的承上启下作用。文化的产生是伴随着认识交流的必要性并尝试发明各种交流工具时开始的。宋代陶模作为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在提高民众德范与审美意识，丰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同时，承载了多种传统民俗文化信息，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与传播途径，以及传统文化中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审美取向，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宋代民俗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拾遗补缺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陶模依托宋文化，显现出独具魅力的造型特征。陶模的造型手法及审美取向与太原晋祠的彩塑，河南巩义的宋陵、四川大足的石刻造像有较多相似之处。陶模的烧造与制作工艺受当时陶瓷工艺影响更加科学先进，从侧面反映出宋代雕刻造型和制陶艺术的态势与水平。其普遍性与独特性、审美性与教化性显而易见。同时，陶模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内涵，充实并拓展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把隋唐时期的民俗观念和造型手法发展到了比较系统、稳定、完美的程度，对当今民俗民风与艺术的影响仍清晰可见。此外，宋代陶模的地域性与异文现象，扩大了传统美术的艺术表现空间，对近现代及今后民族美术的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总之，宋代陶模艺术文化的内涵与鲜明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在民俗学、美术学及其它学科的价值。因此，宋代陶模艺术应与其它传统艺术门类同等重要，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应占有一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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